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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莊子纂箋》是錢賓四先生學術盛年期關於先秦諸子學研

究的一部重要著述，他以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閎通視野，基於莊子

學史嬗變的歷時節點，具體而微地表現出引儒入莊、儒道會通的

箋注取向，其中部分論點識見超卓、迥異時流，而這正得力於其

“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交互運用的學術方法。同時，在 ２０ 世

紀上半葉中西學術激蕩、新學舊知交融的背景下，《莊子纂箋》

也體現出新舊兼容、中西會通的自覺性。更重要的是，在“天地

玄黄”的時代變遷中，在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上，《莊子纂箋》一書

寄寓著賓四先生深沉的文化自覺與沉重的歷史悲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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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興寄

韓愈論文稱“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提要鈎

玄”或正是《莊子纂箋》〔１〕（以下簡稱《纂箋》）的用心所在，錢穆

先生在歷史上逾一百五十家的《莊子》注疏中，斟酌揀擇，調和

衆解，融會貫通，以達到清通簡要之旨，正體現了其深厚的學養

與功夫。作爲錢先生學術盛年期先秦諸子學研究的一部重要著



述，《纂箋》一書的撰述旨趣包括哪些層面，與他學術思想史的

研究有何關聯，同時又具有哪些鮮明的學術精神與時代特色，這

正是本文欲探究的問題。

一、 具體而微的莊子學史

在《纂箋序目》“本書采摭諸家”一部分中，錢先生既按照時

代的先後順序，又兼顧以類相從的原則，緊貼莊子學或者道家思

想的歷時流變，或詳或略地評騭了歷代上百五十餘家《莊子》的

各類注疏，視角獨到、立論宏觀，不失爲一篇具體而微的《莊子》

研究史，展現了他閎通的學術視野。

錢先生首先十分注重莊子學的流變和道家思想史嬗變的關

節點，也正因此，他異常重視阮籍、郭象、邵雍、王夫之、嚴復數人

對《莊子》義理的闡發，認爲阮籍《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是

兩漢治黄老之學向魏晉治老莊之學轉變的關捩點，兩漢重黄老

之術，倡言無爲而治，直到魏晉王弼注《易》、何晏解《論語》，尚

能遵守儒轍，而到了阮、嵇，則菲薄儒家經典，喜談老、莊之學，而

其“發揮莊子旨趣，較之後起向（秀）、郭（象），遥爲深遠”〔２〕。

至於他對郭象注莊的評價，既肯定向秀、郭象“要爲代表魏晉玄

學清談之大宗”，又批評他們“皆曲學阿世，有違莊生本意”，因

此才將《莊子》的“自然”、“逍遥”等精義導向世俗化層面的理

解，如郭象對《逍遥遊》的題解：“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

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

哉！”〔３〕兩宋時期治莊學者，錢先生獨推邵雍，他認爲莊周、邵雍

皆是觀物派哲學家，兩家意趣頗爲相近，邵雍有《觀物》内、外

篇，莊周有《逍遥遊》、《齊物論》，邵雍以人觀物，莊周以物觀物，

“莊周要把人消融在天地萬物中，康節則要把天地萬物消融在

人之中”〔４〕，又稱“莊書屢稱孔、顔，邵則駸駸由道而儒矣”，“治

莊者由阮及邵，可以識其流變之大勢”〔５〕，這將不僅關涉到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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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脈絡的嬗變軌迹，更涉及宋明理學興起的内在理路以及中

國學術思想史的交互影響。明清鼎革之際，錢先生尤其推崇王

夫子《莊子解義》一書，認爲“船山論老莊，時有創見，義趣宏

深”，並將王夫之與阮籍、邵雍相比較，指出：“大抵嗣宗得莊之

放曠，康節得莊之通達，船山則可謂得莊之深微。學者由阮而邵

而王，循以登門，而窺堂奥；又復由莊而顔，亦庶幾乎尼山之一

面。”〔６〕在他看來，船山注莊既注重闡發莊學義理，又能探賾鈎

深，發明孔學到莊學流變的深微之處，其精義曲宛，足成一家之

言，更關鍵的是，船山注莊的觀念與錢先生“莊自儒出”的判斷

若合符契。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學術激蕩，嚴復晚年以西學的

視野對道家進行深入的思考，著有《老子評》和《莊子評》，引西

入中，會通中西，展現了莊子學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一面。處於

同一時代語境，錢先生極爲重視嚴復《莊子評》中的論點，稱讚

嚴復爲“處衰世而具深識”者，於是在其所能見的評點本中，“摘

録其十七八，廣流傳焉”〔７〕。因此，《纂箋》也呈現出不同於傳統

學者注莊的新趨向。

其次，錢先生還注意到歷代解莊的共性特徵。針對先秦時

期諸子百家學術的交互影響，他一以貫之地堅持《老子》成書在

《莊子》内篇之後，圍繞這一論點，他曾在《先秦諸子繫年》、《莊

老通辨》等著述中深入剖析諸子學脈之間的關聯，而這在《序

目》之評騭《老子》、《韓非子》部分有所顯現，同樣這一論點也貫

徹於《纂箋》始終。漢晉時期，黄老之學向魏晉玄學的轉向已如

上述，然限於《纂箋》的體例，這一問題僅是點到爲止，而在《纂

箋》前後撰述的如《記魏晉玄學三宗》（１９４５ 年）、《郭象〈莊子

注〉的自然義》（１９４８ 年）等論文中，錢先生細緻地描述了這一

嬗變軌迹。唐代思想界可謂是“盛世的平庸”〔８〕，注莊者多是循

守軌轍，於義理無多發明創見，對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錢先

生稱其“多存唐以前舊詁。辨音義、考訓釋，此書所當先治”，但

又同時指出其“不無冗碎”的缺點〔９〕。兩宋時期，理學（或稱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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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學）勃興，諸家注莊多體現爲以儒解莊、儒道會通的趨向，

不僅程顥、邵雍、王安石父子、朱熹等理學家注莊具有這一特徵，

即使是原本立足道教思想的《道藏》收録本如羅勉道《莊子循

本》、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等也同具這一趨向，可見其時

代之整體風向的轉移。明清兩代，散文流派如唐宋派、桐城派遥

相呼應，影響深遠，加之科舉制藝文的實用需求，因此不免有從

文章學角度解莊者，唐順之、歸有光、宣穎、姚鼐等人治莊均具有

這一特色，如錢先生評論林雲銘《莊子因》，“此書亦就文章家眼

光解莊，不免俗冗；而頗能辨真僞，上承歐、歸，下開惜抱，亦治莊

之一途也”〔１０〕，即指出林雲銘解莊能從辭章的角度，考辨文氣，

驗别真僞，其上承歐陽修、歸有光，下開姚鼐治莊，凸顯其承前啓

後之地位。然這其中又須有辨，清代中後葉乾嘉漢學興起，其治

學風氣與學術取向也不免影響對《莊子》的批注，王念孫、俞樾、

方昌翰、孫詒讓、郭慶藩、王先謙等人無不如此，如錢先生評論王

懋竑的《莊子存校》，稱“自此以下，漸見清儒訓詁考訂之

功”〔１１〕，並在俞樾《莊子平議》下評述説：“清儒治古書，所長在

訓詁、校勘，所短在義理、文章。王（念孫）、俞（樾）兩家，在清儒

治先秦諸子書中，最具成績，其得失亦莫能外。治莊書而不深探

其義理之精微，不熟玩其文法之奇變，專從訓詁校勘求之，則所

得皆其粗迹。故清儒於莊書殊少創獲，較之魏、晉、宋、明，轉爲

不逮，此亦治莊者所應知也。”〔１２〕洎至晚清，除上述多稱引嚴復

之外，錢先生還曾引述梁啓超、劉師培、高亨、錢基博、劉文典等

學人的注莊成果，體現爲注莊成果由傳統向現代價值轉换。

當然，無論錢先生對於莊子學和道家思想嬗變節點的把握，

還是對於歷代解莊共性特徵的描述，其基本的方法論則是“義

理、考據、辭章”的綜合運用。因此，在著述體例上，他指出既要

“薈萃諸家，網羅群言”，又須“體尚簡要，辭貴清通，尤能以訓詁考

據、義理、文章三方面兼顧”〔１３〕，尤其不能“因箋注而昧失正文之

脈絡神味”〔１４〕，唯此點將在後文中重點論述，此處不再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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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儒入莊、儒道會通的纂箋取徑

“纂箋”的方式，在面對歷史上衆多版本的批注箋疏中，著

述者在批注内容的揀擇上具有較大的自主性，基於自身的思想

認識，很大程度上體現爲“借他人之言語，演自己之理路”的取

徑。而另一方面，錢先生又自稱“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

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１５〕，立足儒學的立場，使

得《纂箋》一書鮮明地體現了“引儒入莊、儒道會通”之取徑。這

一點，研究者或有所涉及，但均有論述不通透之憾〔１６〕。在錢先

生學術史的視野中，儒學是一個不斷嬗變的並與其他思想交互

影響的大傳統，這一傳統與《莊子》又有何種的内在關聯，我們

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引儒入莊、儒道會通”的纂箋取徑，是本小

節關注的問題。

對於《莊子》内篇所承傳的思想而言，錢先生的觀點有一個

變化的過程，早在 １９２７ 年任教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時所

編講的《國學概論》中，他認爲“莊周論其學派，實歸於墨家一

路”〔１７〕。但到了 ４０ 年代中後期，錢先生逐漸改變了觀點，認爲

莊周的思想與孔門心學，尤其是與顔淵一脈有互通之處，這是他

此後“一以貫之”的主張。如在《五華書院中國思想史六講》

（１９４６ 年）中，他認爲：“莊子心中還是推崇孔子的，對於孔子門

下的顔回，更可謂是無間辭了。”〔１８〕“無間辭”充分顯示出莊周

對顔淵學術取向的推重與認同；在《中國思想史》（１９５１ 年）中，

他説：“其實莊子思想裏，有許多點很近似孔子。儒家本有兩方

面，‘用之則行’、‘達則兼濟天下’，是一面。‘舍之則藏’，‘窮

則獨善其身’，是又一面。莊周書中頗多稱引孔子、顔淵，只是

注重他們的消極面，不注重他們的積極面。”〔１９〕之後，在《莊老

的宇宙論》（１９５５ 年）一文中，又稱：“《莊子》内篇則時述顔淵。

若謂莊子思想，誠有所襲於孔門，則殆與顔氏一宗爲尤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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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主張，正是錢先生在 ２０ 世紀 ４０ 年代末撰述《莊子纂箋》，

“以儒解莊”的學理基礎，而這一觀念鋪展開來，則將顯示出整

個儒學發展、嬗變的系統與《莊子》一書的交互影響。具體言

之，則包括：

　 　 （一）《纂箋》注重會通先秦儒家精義

《莊子》内篇《人間世》涉及“心齋”問題，關於《人間世》的

主旨，錢先生引王船山的題解，認爲“此篇爲涉亂世以自全之妙

術，君子深有取焉”，又引述釋德清語：“孔子乃用世之聖人，顔

子乃聖門之高第，故藉以爲重，使其信然。”〔２１〕“君子”如何在亂

世中保全自身，在寓言體的對話中，顔回不斷提出自己的觀點，

從“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的魯莽行徑到“端而虚，勉而一”自身

修爲，再到提出“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與世俯仰，隨波低昂的

處事策略，然而，孔子對此逐一進行了否定。在顔回的追問下，

孔子始提出“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唯有外於心知，才能不起攀援

心，無情無慮，虚柔任物，漸階於玄妙之境界。此處的“心齋”，

按錢先生的推繹：

古不用“齋”字，凡“齋祭”字即作“齊”。“齊”者先祭

之名，亦指當祭之時。凡人遇祭，必用心專一，乃可當神意，

乃可與神通。故孔子亦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蓋此等心境，尚可人神相通，則亦可人與人相通，故孔

子以之説“仁”也。〔２２〕

也就是説，當祭祀之時，齋戒必須秉持“敬”之心態，無思無慮，

身心清靜，才能實現人與神的溝通。所以在孔門的齋祭中，獨重

“敬”與“慎”，以“敬慎”涵攝“虚靜”，而在莊周的“心齋”中，則

獨取“虚”與“靜”，“虚靜”中自然顯影“敬”之端倪，二者均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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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心態之一方面而各有所側重。所以，他説：“莊子雖不如儒家

之重祭祀，而實深有會於孔子‘如承大祭’之旨。故莊子雖言

‘虚’不言‘敬’……而要其淵旨，則亦遠承孔門而來。”〔２３〕因此，

錢先生下結論道：“《人間世》之寓言於孔子、顔回之問答者，在

莊周固非苟爲荒唐之辭也。”〔２４〕在此，錢先生顯然是從“齋祭”

的精神層面，也即“虚”和“敬”的交互性上會通了孔門心學與莊

周“心齋”的論旨。

“因是”之論是《齊物論》的重要主張，這既牽涉到莊周的宇

宙觀，又涉及對世界萬物體認的“是非”問題，對此，錢先生是如

何理解的呢？在“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一節

的夾注中，他引述諸家批注並按語道：

朱子曰：“‘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説，此爲最要。《史

記·老子贊》云：‘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虚無是體，因應

是用，蓋因而應之之義云爾。”馬其昶曰：“此即儒者因物付

物之學也。”……穆按：上文言“因是因非”，聖人獨因是而

無所非，故曰“亦因是也”。〔２５〕

引述中，朱子以黄老之術解釋《莊子》，“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２６〕，天地之道本虚無變化，無有是非，爲君倘能效法

“道”之精神，虚己待物，祛除已有之成心，成心既已祛除，便能

不固執己見，與物宛轉，因應於一切無窮之變化，亦即不以一己

之是非爲終極是非。此處“因是”之“是”，實類於《老子》之

“道”。而馬其昶所謂儒者的“因物付物”之學，出自於程顥的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的應物之學，因爲：“天之生物也，有長

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２７〕北宋

諸儒重新發現了《中庸》與《易傳》，努力構建儒家形而上之學

術，溝通天人，體現出君子“效法天地”的精神，程顥的“因物付

物”之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涵濡道家學説的新取向。這足見

不論是道家的“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的“因是”之“道”，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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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儒的“效天法地”應物之學，均主張擺脱以人爲中心的視點看

待宇宙萬物，則是非定見自然摒除；反之，當“以物觀物”，則萬

物各成爲宇宙一中心，則萬物皆是而獨無所非，這就是錢先生按

語中“亦因是也”的原因。從中可見，儒學與莊學在此亦有相通

之處。

不僅對於上述核心觀念的闡釋如此，大凡《莊子》文中能與

儒家精神有所關涉之處，錢先生均不忘在《纂箋》中借諸家之箋

注一一稱引，下面再略舉數處：

晁迥曰：“《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

宗莊，何也？”〔２８〕

馬其昶曰：“此論慎獨義最悚切。嵇叔夜自言‘讀

《老》、《莊》，重增其放’，非善讀《老》、《莊》者也。”〔２９〕

王安石曰：“莊生之書，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

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３０〕

程顥云：“莊子此言最善。人于天理昏者，止是爲嗜欲

所亂。”〔３１〕

劉咸炘曰：“莊言‘命’與孟言‘性’同。孟子就一人以

觀，故重言‘性’；莊周就宇宙以觀，故重言‘命’。”〔３２〕

上引諸條，第一、二條提出要“戒、慎、正身”，注重主體修養，尤

爲關鍵的是提撕“慎獨”二字，其實乃儒家修身正德一以貫之的

核心，同時他借引述也反駁了對於莊子精神一味放達的歷史■

讀。第三、四條，雖出於不同的章節，但論其主旨精神，則是不爲

嗜欲、死生禍福等外物所累，這恰與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暗合，唯有主體精神不

爲外物所流轉，才能達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誠明”境界，

這也正是王安石認爲的“莊生之書，通性命之分”的深層原因。

而稱引第五條，“性”與“命”既可相通，亦復有别，孟子基於人生

界的立場，較重視“天命”所賦之“性”，而莊周較傾向於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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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等齊物論，注重宇宙整體之“命”，而要達此境界“則必求

於人事修養以善盡其天之説也”〔３３〕，二者的側重點雖各不相同，

但在重視精神歷練與内德修養方面，則具有一致性。

　 　 （二）《纂箋》注重融通晚周秦漢之間的新儒學

因《纂箋》體例謹嚴，義取簡要，所以讀者極易忽略錢先生

“提要鈎玄”的特别用心之處。他既斷定，《易傳》和《中庸》是

戰國晚期乃至秦漢之間的著作，是融會儒、道，繼而會通百家的

新儒家的無名傑作〔３４〕，又稱：“晚周思想自荀子以後，有本於孔

孟而會通之以老莊者，如《中庸》、《易繫》是也。”〔３５〕所以，以《中

庸》、《易傳》來融通《莊子》，尤其是外、雜篇的思想，自然是水到

渠成。如在《齊物論》“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

也。適得而幾已”的句下，錢先生引述並按語：

章炳麟曰：“‘庸’、‘用’、‘通’、‘得’，皆以叠韻爲訓。

‘得’借爲‘中’。古無舌上音，‘中’讀如‘冬’，與‘得’雙

聲。”穆按：《中庸》之書本此。王闓運曰：“主於得而不可

求，適得而已。”〔３６〕

他先徵引章太炎的音韻學解釋，推論出“庸”即是“中”，之後徑

下按語説，《中庸》即是從此處立意，這一斷語驟看實顯突兀，

《中庸》作爲宋儒發現並確立的新經典，怎麽可能與《莊子》發生

關聯呢？倘若細繹，將發現這一大判斷的背後有錢先生關於學

術思想史的整體判斷。爲此，我們首先不妨先看他對《論語》中

“中庸”的理解，在“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

也篇第六》）一章的大義串講中，他寫道：

《小戴禮·中庸篇》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

矣！”與《論語》本章異。《論語》言中庸，乃百姓日用之德，

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若固有之，

不曰能。《小戴禮·中庸篇》乃以中庸爲有聖人不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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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曰“民鮮能”。〔３７〕

他將《論語》中的中庸之人，理解爲平常之人，那麽中庸之道，也

即是平常人所易行之道，而中庸之德，也將是中庸之人所同具，

也就是民德。其所以稱“至矣乎”者，是因其廣大平易，雖然可

貴，卻並不是高不可及。他認爲此處是“孔子歎風俗之衰

敗”〔３８〕，至於“仁與聖”則爲孔子所不輕易許可，始是民所鮮

能〔３９〕。可見，《論語》的“中庸”與《小戴禮》的“中庸”，看似貌

合而實則神異，一個是日常人生之落實，一個是“形而上”之表

達。既然《論語》中的“中庸”與《小戴禮·中庸》“不當合説”，

那麽，在錢先生看來，《中庸》之書當本源於《莊子》内篇〔４０〕，它

是以孔孟思想爲主，進而會通老莊精義之後的傑作，在先秦思想

史的嬗變軌迹中，它經過與老莊思想的碰撞，最終實現了宇宙界

與人生界、自然界與文化界的合二爲一，並主張以宇宙界來推及

人生界，賦予宇宙自然以内在的德性，錢先生將之稱爲“德性一

元論”〔４１〕。因此，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的“中庸”，則顯出其中有

定體，隨時而在，而又廣大精微的特性，這顯然非庸常之人所能

够把握。那麽，《莊子》此處的“庸、用、通、得”等觀念與《小戴

禮》的“中庸”又有何内在關聯呢？再看以下諸條：

陸長庚曰：“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

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４２〕

郭象曰：“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穆按：《中庸》

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己，即反身而誠也。〔４３〕

阮毓崧曰：“《老子》曰：‘靜曰覆命。’摇作，動也。”宣

穎曰：“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曹受坤曰：“‘復’，疑‘循’字

之■。循命摇作，謂率性而動也。”穆按：唯根乎性而不知

其然者，乃能行之無已時也。〔４４〕

以上討論性命、反身而誠、致中和等問題，顯出於《中庸》。第一

條中，錢先生認同陸氏的注釋：“命者，天之所賦。”即與《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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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謂性”相通，而“性之所發”之情，也即是“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之“和”，又稱爲“情之正”，唯有“致中和”，才能實現

《天地》篇中神人“致命盡情，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以人合天

的境界。第二、三條中，錢先生認爲《莊子》外、雜篇多出於《老

子》之後，而與《中庸》約略同時者，所以二者有互相闡發之處，

《中庸》中的“至誠不息”是天地之德性，亦是人之德性，唯有“至

誠”，才能“無不明矣”，才能盡人事、全天之性，而此“性”又須率

性而動，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知其然而然，此謂“自然”，才能

“能行之無已時”，因以此解釋《庚桑楚》篇“不見其誠己而發，每

發而不當”，以及《則陽》篇“聖人周盡一體，而不知其然，性也”，

比較令人信服。這也正是他所謂的“本於老莊而會通之於孔孟

者，如此舉《庚桑楚》、《則陽》諸條是也”〔４５〕。

“内聖外王”的架構設計是儒家，尤其是晚周秦漢總匯期的

《中庸》、《大學》精義所在。孔子就曾提出“爲仁由己”、“修己

以安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主張，明顯是“因乎内，發乎

外”的理路，只是因而未發；孟子則發明孔門心學，將内聖之學

作了進一步拓展。到了《大學》，則明確標舉“三綱八目”，“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唯有經過“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的“修身”之砥礪，才能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

平境界，這就更加明確顯豁了。然而，論“内聖外王”最早的典

籍出處則爲《莊子·天下篇》：“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因此，錢先生在

《纂箋》篇目解題和大義梳理中，尤其注重“内聖外王”這條潛在

綫索在儒、道兩家中的交匯。試看如下諸條：

釋德清曰：“莊子之學，以内聖外王爲體用。大宗師乃

得道之人，推其緒餘，則無爲而化，絶無有意而作爲也。”〔４６〕

王夫之曰：“莊子之學，蓋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謂

内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於此殿諸家，爲物論之歸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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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自以爲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外之旨焉。”〔４７〕

儒、道兩家均重視人生修養，孔孟修身由“克己復禮”、“盡心知

性”、“盡性知天”以達“聖人”之域，莊周修養由“捨心歸氣”、

“氣虚待物”、“不將不迎”以臻“神人”之境〔４８〕。因此，在《大宗

師》中，無論是顔回“忘仁義”、“忘禮樂”、“坐忘”三個層次，還

是女偊“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

今”、“不生不死”，最後達到“攖而後成”八個階段，其所重視者

均大知大材的“内聖”修養，這也正是錢先生引述稱《大宗師》爲

“内聖之學，此爲極則”〔４９〕的原因。當“内聖之學”發現乎外時，

則是“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絶無有意而作爲”，摒

棄儒家的“經式義度”，而達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的境界。由此可見，莊周與儒家“内聖

外王”的内在理路是一致的，但在方向上卻發生了偏移。因此，

王夫子稱“内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道源於此卻不盡同於此，

兩漢之後，“内聖外王”之道的爭論成爲儒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

一個大命題，這也不妨視爲“猶自以爲未盡，望解人於後世”的

一個批注吧。而在《庚桑楚》“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

謂之天子”句下，錢先生則徑下按語道，“此即内聖外王也”〔５０〕，

這尤見他儒道會通的持論。

　 　 （三）《纂箋》注重辨析與宋明理學的脈絡關聯

　 　 兩宋時期，在儒、釋、道三教漸趨合流的基礎上，濂、洛、關、

閩諸學派興起，以儒學爲主體並積極吸納道家、佛家思想，基於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四書，建構了新儒家的“形

而上”的思辨系統。因此，在錢先生看來，宋儒的思想同樣與

《莊子》有莫大的關聯。如：

陳澧曰：“莊子言‘萬物皆一’，託爲孔子語。又云‘知

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託爲顔子語。横渠《西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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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５１〕

莊子論“萬物皆一”，認爲盈天地間只是“一氣之變”，氣聚則凝

成宇宙萬物，氣散則又回復到一氣的狀態，“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所以宇宙間一切物體皆是從别處轉借，而暫時凝聚成此一

物體，即“假於異物，托於同體”。那麽，“天子”之與“己”在本

質上同屬“一氣之變”，則二者於此也就無等差了，同屬於“天之

所子”。這也就是原文中“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的理論依

據。而張載的《西銘》稱“乾稱父，坤稱母”，又稱“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５２〕，則“吾”與

“同胞”、“乾坤”共處於此生生不息之同一體中，而推其理論根

源，則顯然與《莊子》的“萬物皆一”有脈絡關聯之處〔５３〕。所不

同的是“莊周從直觀宇宙大化而言萬物一體”，《西銘》則是“把

先儒的孝悌之道推擴到全宇宙，把人生論貫徹到宇宙論”〔５４〕。

又如：

馬其昶曰：“莊子論性命之原，證之《繫辭》與周子《圖

説》，皆合。故程子曰：‘莊周形容道體之言，亦有善者。’朱

子亦謂：‘莊子見道體’。”穆按：《易繫》出莊子後，宋儒本

《易繫》，故多有襲之莊書者。唯此節與《易繫》先後殊

難定。〔５５〕

此條出自於《天地》篇“泰初有無”一節文下。其因《老子》“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推演天地生成的過程，又據“致虚

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來看待宇宙間周而復始、生生

不息的變化。其又將“德”置於“性”之上，提出“性修反德，德同

於太初”，則此“德”即是《老子》的宗旨。這恰與《易傳》“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一節及周敦頤《太極圖説》“無極而太極”一節

有相通之處，而程顥、朱熹所謂的莊周見“道體”，或即是“無

極”、“太極”、“一氣”等觀念。然而在按語中，錢先生並未認同

程朱的這一判斷，而是指出宋儒受《易傳》的影響，而《易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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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内篇後，所以它們之間或因此有關聯之處。

由上可見，錢先生的引儒釋莊中的“儒”是發展的、多層面

的，其中既有孔孟思想，尤其是與顔淵的心學的交匯，同時也包

含《易傳》、《中庸》與宋明儒會通的重要觀念。錢先生之所以採

取“儒道會通”的纂箋取徑，這與其學術思想史的總體判斷密不

可分，從中也可看出他作爲史學家求是的基本立場。

　 　 （四）《纂箋》基於儒學立場對莊子消極面的質疑

　 　 《莊子》一書有與儒家精神相關聯處，已如上所論，但兩家

思想究竟有較大差異，孔子的思想畢竟落實到人生界，“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等即是如此，天道性命，生死鬼神等問題爲孔子所不樂

言。相反，孔子注重禮樂人生，具有强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

感，儘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而仍執著於“知其不可而

爲之”的入世精神。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錢先生站在儒者的

立場，借他人之箋注，對莊子中“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給予了

批判：

嚴復曰：“莊生《人間世》之論，固美矣。然人之生世，

有其應盡之天職，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所謂爲‘不可解

於心’，‘無所逃於天地間’者。且生之爲事，亦有待而後貴

耳。使其禽視獸息，徒曰‘支離其德’，亦何取焉！”〔５６〕

嚴復曰：“此真楊朱爲我之學也。且不僅是篇爲然。

殘生損性，則等盜蹠與伯夷。黄帝之問廣成子，將以養人

民，遂群生，廣成子訾爲質殘；獨問治身何以長久，而後蹶然

善之。極莊之道，亦止於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而已。”〔５７〕

錢先生極重視嚴復對莊子的評點。晚清以來，士子面對數千年

未有之變局，積極變法圖强，“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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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空前地激發出來。正源於此，晚年的嚴復在道家的沉思中，對

莊子這種缺少社會責任的、“自了漢”式的爲我之學，給予了嚴

厲的批判。到錢先生所處的 ２０ 世紀 ４０ 年代，内憂外患的局面

更有甚之，中華民族到了存亡絶續的關頭，具有深切社會關懷和

文化使命感的錢先生，對莊子這種“逍遥自適”、“支離其德”的

爲我之學，自然會基於儒者的立場，認同和承襲嚴復這一批判視

角。從對立的角度看，他這種認同和批評，未嘗不是引儒入莊，

以儒解莊的一種反向嘗試。

《纂箋》在主體精神上採取“以儒解莊，儒道會通”的取徑，

已如上所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錢先生還常以佛義解莊，如在對

《庚桑楚》“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

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一節的批注：

邵雍曰：“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楊文會曰：“此章顯示空如來藏也。世、出

世法，皆以真空爲本。天者，空無所有也；門者，萬物所由出

也。既以有、無二端互相顯發，而仍歸結甚深空義，恰合波

若旨趣。”章炳麟曰：“言依法執，認有物質，而法執即徧計。

徧計所執，自性本空；故知萬物出乎無質。質既無，即此萬

物現相，有色、聲、香味、觸者，唯依他起性，屬於幻有，故曰

‘無有亦無有’。”穆按：無有永此無有，故《中庸》曰：“道不

可須臾離也。”〔５８〕

《莊子》的原文是在討論宇宙生成的“有無”問題。而康節則宕

開一筆，重在解釋聖人如何觀物，其去情、去思與私，排除任何雜

質和干擾，將“天地萬物”與“我”合體，一任神妙的“無思無爲”

來“洗心”。至於楊文會、章太炎二人，則以佛教内典發人勝解，

亦在辨析宇宙生成的“有”與“無有”，所謂的“空如來藏”，就是

如來藏自住境界中空無一法可得：没有六根、六塵、六識，没有

色、受、想、行、識，没有貪、瞋、癡、慢、疑，没有二十個隨煩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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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没有任何一法可得，本來就是不生不死

的涅槃境界〔５９〕。此境界當然是“無有亦無有”，從而“歸結甚深

空義”。而錢先生自己的按語，則以《中庸》來會通“無有”觀念。

此段之中，儒釋道兼而備之，交相闡發，正如錢先生説，以“佛義

解莊，未必能恰符雙方義旨，然可資學者之開悟；增發勝解，時得

妙趣”〔６０〕。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錢先生關於先秦學術思想史

的整體判斷，他曾説，先秦學術思想，全逃不出儒墨兩家之範

圍，而惠施又是中原墨派新哲學之代表，其首倡“萬物一體”的

新觀念，與莊周“萬物皆一”的思想貌同神異，又在《齊物論》

注中涉及名家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以指喻指”等論辯問

題，然這既非纂箋取徑的主導層面，亦非本文所欲重點闡述之

内容〔６１〕。

三、 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交互運用

義理、考據、辭章是錢穆先生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史

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６２〕，關於三者關係的辨析，清代的戴震、姚

鼐、章學誠、錢大昕、曾國藩等人均有所論述。值得注意的是，錢

先生或將義理、考據、辭章之學溯源至朱熹的著述，如他稱《四

書集注》：“尤能於訓詁考據、義理、文章三方面兼顧，使讀者就

注與本文一貫讀之，情味醰醰。”〔６３〕因此，《纂箋》體例基本是以

《四書集注》爲張本的，體現出“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

有所歸”的傾向，但在具體運用中，又展現了這一方法論的靈

活性。

錢先生的學術根底於宋明理學，《纂箋》以義理爲中心，旨

在闡釋莊子精義，這一點研究者多有論述。至於考據之學，他早

年以考據名家，《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曾名動一

時，然而他並非“爲考據而考據”，表現爲一是不斤斤計較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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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訓詁與校勘，二是考據的落腳點在於義理之辨析。因此，他

才説：“清儒治古書，所長在訓詁、校勘，所短在義理、文章。”〔６４〕

而他對於自己的《先秦諸子繫年》，則自信地稱：“前後二百年，

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摇。”〔６５〕當然，由於

當時材料所限，其考證結論在今日看來，或可商討，然而從中也

可看出他與清儒在對“考據”理解上的差異。所以，在《纂箋》一

書中，很難找到類似於清儒的考據方法與結論。相反的是，我們

在《纂箋》中常看到他以義理爲考據，以名物爲考據，以辭章爲

考據，而三者之間又交互滲透，總歸於義理的趨向。

何謂“以義理爲考據”？先看以下兩條批注：

吕惠卿曰：“其氣爲五行，其德爲五常，其形爲五藏。”

穆按：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分列五藏，以配五行，其

説甚後起，非先秦所有。〔６６〕

王夫之曰：“其意以兵刑、法度、禮樂委之於下，而按分

守、執名法以原省其功過。此形名家之言；而胡亥督責之

術，因師此意，要非莊子之旨。”〔６７〕

注釋中的“五行、五常、五藏”等觀念，顯然出自於晚周陰陽家，

其綜合了儒家仁義之術、道家自然之説，並雜糅神仙養生之術，

在秦漢時期影響深遠，所以錢先生才説“其説甚後起”，並據此

判定《駢拇》晚出。又《天道篇》“夫帝王之德”一節，其在論述

“古之明大道”時，已由明天道、道德、仁義、分守，逐漸到形名、

因任、原省、是非、賞罰等權術，其内在理路已由黄老之術轉向韓

非子、李斯的刑名之術。而無論黄老之術或是刑名之術，均興起

於戰國末年，因此在箋注中，錢先生引王船山的注釋，稱其“要

非莊子之旨”。此二者明顯是從思想史的脈絡嬗變考察《莊子》

外篇的真僞問題。

以名物爲考據，即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依據慣常的稱謂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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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寫定年代，如在《天運篇》中“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以

及《天道篇》“於是繙十二經以説”句下，錢先生引述稱：

阮毓崧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秦博士始有天皇、

地黄、人皇之議。”穆按：此亦本篇晚出之證。〔６８〕

陸德明曰：“六經又加六緯。”王敔曰：“緯書漢人所造，

則此篇非漆園之書，明矣。”〔６９〕

這就是根據“三皇”、“六經”、“六緯”這一稱謂出現的時間推論

其晚出。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纂箋》一書中尚有不少。

以辭章之學爲考據，是《纂箋》的特色所在。歐陽修、林雲

銘、歸有光、吳汝綸等人以辭章之學治《莊子》，考辨文氣、辨明

舛■、品評文字優劣。錢先生十分看重上述諸家意見，表現出對

“當行本色”者的充分肯定。如：

蘇輿曰：“《駢拇》下四篇，於申老外别無精義；蓋學莊

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内篇汪洋

俶詭。”〔７０〕

林雲銘曰：“此段針綫甚密，恐非莊叟作。”〔７１〕又曰：

“細味文氣，洵非莊子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爲

疑乎？”〔７２〕

引述的兩條是從文章風格的角度，將《莊子》内篇與外、雜篇做

一區分，文章風格必然與寫作者的性格、氣質、禀賦有較大關聯，

所以曹丕才説“文以氣爲主”，“不可力强而至”，文章的“氣”具

體表現在神、理、氣、味之中，而這些必須具有豐富文章寫作經驗

的人才能深察辨識。明清兩代科舉制藝文盛行，學者從文章學

的角度解莊，確有不少真知灼見，這也是錢先生以辭章之學爲考

據的原因。此外，重辭章之學，勢必會注意到文章脈絡的前後勾

連，彼此應照。如在《應帝王》結尾處，錢先生引用嚴復的一段

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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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曰：“内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亂。學道者以‘拘

虚’、‘囿時’、‘束教’爲厲禁，故開宗明義，首戒學者必游心

於至大之域。《逍遥遊》云者，猶佛言‘無所住’也；必得此

而後聞道之基以立。次則當知物論之本齊，美惡是非之無

定；曰‘寓庸’、曰‘以明’、曰‘因是’、曰‘寓諸無竟’、曰‘物

化’，喻人可謂至矣。再進則語學者以事道之要，曰《養生

主》。養生主者，非養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

變境而無生滅，薪窮火傳，不知其盡。然而人間不可棄，有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又不可不講，故命曰《人間世》；一

命一義，而‘寓諸不得已’；故莊非出世之學。由是群己之

道交得，則有‘德充之符’。處則爲《大宗師》，《周易》‘見

龍之在田’也；達則爲《應帝王》，九五‘飛龍之在天’也；而

道之能事盡矣。”〔７３〕

《纂箋》開篇即引黄庭堅稱《莊子》説：“内書七篇，法度甚嚴。”

而《應帝王》實爲内篇之結穴，所以錢先生此處引用嚴評，將内

七篇的義理與文脈用極其簡要的語言予以串聯，正是其疏通義

理、考辨文氣，從辭章之學解莊的鮮明表現。

義理、考據、辭章的交互運用，最終仍要歸宗於義理。在討

論《莊子》與《老子》成書先後問題上，錢先生正是採用這一方

法，認爲莊周爲道家開山大宗師，老聃僅爲傳説中的博大真人，

《莊子》内篇成書在《老子》之前，外、雜篇在《老子》之後，這一

論點既是其《莊老通辨》的主體綫索，亦貫徹到《纂箋》的注釋之

中。因這一判斷是錢先生關於莊老之學研究的基本論點，本文

未列專節闡述〔７４〕。

四、 亦新亦舊的中西會通比照觀

晚清民初，中西學術空前激蕩，各種新思想新潮流紛至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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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錢先生雖不爲時代潮流所裹挾，但亦不能不受時代大風氣的

影響。據《師友雜憶》稱，他剛入小學時，即爲東西文化孰得孰

失、孰優孰劣這一問題困惑，而自謂他畢生從事學問，亦由此一

問題所引發。考其在撰寫《纂箋》之前，錢先生曾有數次集中接

觸西學的契機：一是在無錫三兼小學任教時，曾因秦仲立的緣

故，細讀嚴復翻譯英人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和穆勒的《名學》，

之後，又遍讀嚴復所有譯著；二是在 １９３９ 年，《國史大綱》撰寫

完畢後，曾接受湯用彤先生建議，改讀英文，多窺西籍，通讀《西

洋通史》和《新約聖經》，自稱“朝夕得暇，時加披覽，諸條細誦，

一字不遺”，又言兩書“對余影響實深，精力未爲白費”〔７５〕。此

外，１９３０ 年秋，錢先生因顧頡剛先生紹介，受聘於燕京大學，在

北平得與諸多術業有專攻的學者交遊，切磋砥礪，視野也逐漸開

闊起來。

因此，西學對錢先生早年有相當大的影響，其時撰文亦有會

通中西的傾向，如 １９２１ 年、１９２３ 年，他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

《學燈》上分别發表《意志自由與責任》、《因果》、《愛與欲》與

《斯多噶派與中庸》、《伊壁鳩魯與莊子》等數篇中西比較的論

文。其中，通過比較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與戰國時期莊子的

思想，認爲二者在主張快樂主義、重視内心安寧、對於不幸境遇

的達觀，以及唯物的原子論宇宙觀等六個方面相似，所不同的是

政治態度的差異。１９３３ 年，他又撰《道家思想與西方安那其主

義》，將中國的道家思想與西方近代的無政府主義進行對比分

析，顯示出二者貌同神異，其間廣泛涉及西方歷史文化，以及社

會主義等諸多問題，這些均可看作《纂箋》一書採取中西比照會

通的前奏。

因嚴復學貫中西，中西並重，並不因西學之新穎而摒棄我國

固有之學術，將自己綜合的人文社會學素養貫徹到老莊評點中，

體現了對莊子評點的現代性價值轉换。緣此，錢先生格外重視

嚴復對《莊子》的評點，《纂箋》在旨趣上也因此呈現出“中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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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一面。然而，錢先生的學術畢竟根基於古典傳統，其對嚴

評又顯示出主體的選擇性，這使得《纂箋》又具有“新舊相容”的

一面。如他較重視嚴評中的自然科學立場，用以解釋傳統注莊

者難以講明白的問題，《齊物論》中“罔兩問景”一節，即是如此：

郭象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嚴復曰：“凡物之非此

非彼者曰‘罔兩’。‘魑魅罔兩’之‘罔兩’，介於人鬼物魅

之間。問景之‘罔兩’，介於光影明闇之間，天文學家所謂

‘闇虚’。室内有二燈，則所成之影皆闇虚，必兩光之所不

及者，乃爲真影。”〔７６〕

郭象“景外之微陰”的批注，在理解起來總是感覺模棱兩可。因

此，在引述郭注後，他又採用嚴復的關於天文學家“闇虚”的解

釋，這既符合人們日常的生活常識，又有現代自然科學理念的支

撑，令人信服。此外，他在《外物篇》注釋“金與火相守則流”時，

又引用薛福成的批注，“此泰西電學、化學之權輿”〔７７〕，用現代

電學、化學的知識解釋中國古代五行相生相剋的現象，也同樣是

基於這一思路。

錢先生不僅重視嚴復評《莊子》中的自然科學知識，同樣也

從社會發展史的立場，借助於嚴評，比觀中西社會政治相通相别

之處，如在《馬蹄》篇結尾，他引述道：

嚴復曰：“此篇持義，極似法之盧梭。盧梭《民約》諸

書，以初民爲最樂。固以事實言，乃最苦，故其説盡破。”〔７８〕

《馬蹄》通篇以馬爲喻，描述了至德之世無聖人，亦無仁義禮樂

的初民淳樸狀態，這種“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的自然狀態

乃是人間之至樂。而嚴復則從《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

存”的社會歷史進化觀，秉持客觀理性的立場，對盧梭《民約論》

中“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空想性，主張回復原始愚昧的“至

樂”社會，以及盧梭立論缺乏社會歷史性過於主觀情感化，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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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徹底地否定。同時，站在中西比較的立場，也就對與盧梭立論

相似的《馬蹄》所描述的上古“赫胥氏”的“至德之世”給予了根

本的否定。因此，嚴評才在《胠篋》篇中批注説：

莊周、盧梭所謂至德之世，世間故無此物。世運之降，

如岷、峨之水，已滔滔而爲荆、揚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

在山，雖有神禹，且不能至。亦疏之瀹之，使之歸海，無爲氾

濫之患而已。此言治者不可不知。〔７９〕

治理國家的人，唯有抛棄不切實際的空想，立足於當前的社會現

狀，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疏導規範，才能漸次走向治世正途。

嚴復的觀點既基於西學的背景，同時又與儒家具有精神脈絡的

連綴，錢先生引述嚴評正是在後一層面上與其觀點相合。

此外，錢先生還充分重視嚴復從宗教和哲學的立場評點

《莊子》，如在《齊物論》中“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一節末尾，錢先生按語並引述道：

穆按：世人皆堅執有是非，而不悟其生於各自之成心，

我無如之何也。嚴復曰：“世人之説幽冥，宗教之言上帝，

大氐皆‘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説也。”〔８０〕

錢先生認爲世間之人各以自己爲中心，强要他人趨合自己的觀

點，則即有所謂的“成心”，其實則是自己陷入迷妄狀態。之後，

他引述嚴評，進一步將“成心”推論到不同的文化類型中去，認

爲中國人説幽冥世界，西方基督教言説上帝，均是出於一文化、

一民族之“成心”虚構。在此，嚴復對宗教的看法，表明他已經

接受西方的科學觀和無神論思想，而錢先生基於儒學的立場也

有類似的傾向。

正因錢先生摘録嚴評之“十七八”，而嚴復又是近現代中國

學術現代化轉型的關鍵人物，所以《纂箋》也自然具有生新的一

面。然而，須注意的是，其一，錢先生對嚴復批注是有取捨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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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注莊具有内在的、嚴密的邏輯肌理，自成系統，他將自己的西

學素養和傳統文化根底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而錢先生取捨則顯

然並未大量的牽涉到嚴復點評的核心觀念，如嚴復對西方自由

思想、個人主義與《莊子》比較會通，而這些恰是與錢先生的思

想觀念是有所扞格的。其二，我們有理由相信錢先生並未見到

《嚴復評點莊子》的整體面貌；他在《序目》中論嚴復，稱：“有

《老子評》，已見刻本。復有《莊子評》，乃就馬氏《莊子故》書眉

批注，辜鴻銘藏其書。余友曾君履川有傳鈔，假以示余。以其吉

光片羽，摘録其十七八，廣流傳焉。”錢先生所見到的是曾履川

傳鈔辜鴻銘的本子，而嚴復晚年曾多次批注《莊子》，目前所見

至少包括四種版本〔８１〕，雖然不能確定錢先生所見的是那一個版

本，但《纂箋》所摘録的嚴評總條目並不太多，如按照他所自言

的“摘録十七八”推論，錢先生顯然並未看到嚴評的全貌。當

然，這也並不影響《纂箋》在新舊相容，中西會通方面所做的嘗

試和努力。

五、 别有興寄的用世之心

《纂箋》初稿成於 １９４９ 年春二月，前後歷時兩個月，對錢先

生和大多數知識人而言，這是個極其特殊的時期。《纂箋序目》

正文開篇即言：“《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者莫不在衰

世。”這一判斷内涵極爲豐富，要想了解其具體所指，我們有必

要從士人心態研究的角度切入，最大程度上還原錢先生 １９４８ 年

底至 １９４９ 年春二月的心路歷程，探究外部動蕩的、紛亂的歷史

語境對《纂箋》成書的潛在影響，尋求作者的别有寄託之處〔８２〕。

爲闡述這一點，我們不妨暫時拉大視距。

２０ 世紀 ４０ 年代前後，錢先生逐漸被主流學界邊緣化，１９３７

年，因撰述《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序言中直陳新考據派研究中

的種種弊端，與胡適的學生，傅斯年、毛子水等交惡；後又因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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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錢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所持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與聞

一多等左派學者交惡。及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胡適任校長，

因其在國外，暫由傅斯年代理校長，而錢先生這次並未受到北大

的續聘，對此，他在《師友雜憶》中，隱約地透露出這是一個“特

例”。此後，錢先生曾一度在雲南大學、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後

因身體原因，返歸故鄉無錫，擔任江南大學教席。對於被迫遠離

學界中心，且被邊緣化的生存狀態，錢先生内心難免憤憤不平。

而另一方面，這也未嘗不是錢先生的主動選擇。抗戰勝利

後，在國共兩黨對峙，時局晦昧，光明難睹的大環境下，退居無錫

給他提供了一個靜觀時變的機會，而 １９４８ 年春受聘於江南大學

的意義或正在於此。他曾在晚年對這段光景追憶道：

及抗戰勝利，頗謂國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議不返平

津，亦不滯留京滬，唯冀覓一靜僻處，俾得潛心，以漸待時局

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大出意料之

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決意歸家鄉，風土飲

膳，庶於余病體有助。適江南大學新創，遂留任教。而國事

益動蕩，日夜讀《莊子》一書，爲作《纂箋》。聊可於湖山勝

境，遊神澹泊，自求寧靜。又以其間寫此《湖上閑思録》

一部。〔８３〕

這段文字簡明地概括了錢先生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年之間的行

蹤與心境，又談及《纂箋》和《湖上閑思録》的撰寫緣起，其中“自

求寧靜”，恰恰透射出他此時難以平靜的心態，事實上，面對動

蕩的時局，相信任何一個學人都無法擺脱這種困擾，更何況錢先

生本具有深切的社會關切和歷史的同情。而這到了《纂箋》自

序（１９５１ 年）中，則表達得更加顯豁：“世益衰益亂，私所會於漆

園之微旨者益深。戊子冬……由遼瀋，而平津，而徐蚌，血戰方

殷。……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８４〕所謂的“漆

園微旨”，或即是風雨如晦，世事已不可爲的情況下，何以在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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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中苟全性命，如何不得已而自適逍遥，如何拯世而非忘世？而

錢先生的“發意注《莊子》”，恰是遥承了“發憤著書”的歷史傳

統，只是這種怨憤鬱結，既來自個體的遭際，但更多的源自時代

對士人心靈的逼仄。

上述歷史時代和個體的實況，毫無疑問將影響士人的心態

世界，但政治的傾向性及其變化更是探討個體心態的重要方面，

因此，考察錢先生的政治傾向性似乎顯得特别必要。這似乎關

涉到一個學人的敏感政治話題，但學術本爲求真、求實，所以在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一種人文歷史傳統的内部自無須諱言〔８５〕。

錢先生本是一介書生，終身大致保持“處士”之身，不過依張曉

唯先生的觀點：“自四十年代初開始，錢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最

高當局‘賓客’的榮耀，治學風格隨即爲之一變。崇尚‘陽明學’

的蔣介石欣賞錢穆的宏論，主動約見於重慶，又邀至中央訓練團

講課，並特囑撰寫《清儒學案》一書，蓋以‘國士’相待。錢穆以

一介書生，得此光寵，自感‘士遇知己’……其早先游情於校勘、

考據、訓詁之學的興致轉而闡發義理，偏重通識性論述。”〔８６〕張

先生在此處雖是討論錢先生學術轉向的問題，但何嘗不可以作

爲政治傾向性的有力輔證？我們有理由相信“得君行道”和“爲

帝王師”的宋儒精神，“學術領導政治，道統超越政統”的理念，

即使在當時所謂的民主政體中，也會深深地影響錢先生的政治

選擇。

對影響士人心態的諸因素而言，文化上的傾向性或許比政

治因素更具有穩定性。事實上，在“五四運動”之前，錢先生任

教私立鴻模學校時，就曾因其友朱懷天的緣故，接觸到闡述馬克

思共産主義的論著《宥言》一册，其與朱懷天共同閲讀，並逐篇

討論，曾言“雖愛其文辭，然力反其説”，並著《辟宥言》八篇以反

對之。又言：“時中國共産主義尚未大興，而余二人則早已辯論

及之矣。”〔８７〕錢先生因尊儒的立場，故對馬克思共産主義並不感

興趣。在 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國史大綱》中，錢先生寫道，因“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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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温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

史抱一種偏激的虚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

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

古人”。所謂的“温情與敬意”，恰是之後長時間將錢先生視爲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原因。在《再論中國社會演變》（１９７７ 年）

一文中，錢先生説：“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

古、滿清兩度以異族入主，而中國社會則迄未有變。朝代興替，

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屢有之，惟元、清兩代爲大變，然必以中國社

會爲基礎。故依宋、明兩代言爲亡國，而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精神

之建本於社會基層者，則前後一貫，大本未摇，故可謂仍是中國

傳統之天下。”〔８８〕由此可見，錢先生對“亡天下”的理解不僅已

離開了朝代的易姓改號，也離開了血緣和種族關係，而指向了文

化共同體的凝聚和摶成。因此，文化上的主體傾向性或許是錢

先生最終避走香江、“一生爲故國招魂”〔８９〕的深層動因。

在 １９４９ 年的初春，在江南大學擔任教席的錢先生面臨最後

的抉擇，而此時《湖上閑思録》的 ３０ 篇哲思散文已完成，《纂箋》

初稿剛剛擱筆，相信錢先生的内心深處並不平靜，據《唐君毅日

記》〔９０〕記載：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夜與錢賓四先生等談至十二時，甚

倦；２ 月 ２７ 日，學校及學生挽留我及錢先生，赴粤事頗感困

難；３ 月 ２ 日，決定暫不去粤；４ 月 ４ 日，與二妹及錢先生，黄

小姐同赴滬；４ 月 ７ 日，與錢先生同乘金剛輪赴粤。〔９１〕

這是唐君毅先生記叙二人離開江南大學，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

聘約的始末。其中，夜談至凌晨，之後便決定共同赴粤，相信談

話中一定會涉及對時局的總體判斷，以及去與留的抉擇。而這

在《師友雜憶》中也有相關追憶：“余既受多方挽留，臨去只言春

假旅行，學校寢室中床鋪書籍安放如故。即《莊子纂箋》與《湖

上閑思録》諸稿，亦待余抵香港後，囑隨余同住之學生檢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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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時共軍已南至徐州，余念於人事素疏，上下無交際，一旦

戰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暫避，以免臨時惶迫。”〔９２〕應該

説，正是政治上的傾向性、文化上的主體選擇，以及歷史學家的

身份對過往歷史之判斷等綜合因素，促成錢先生做出了上述

決定。

到廣州之後，據《顧頡剛日記》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記載：“錢

穆與張其昀在廣州參加反共組織，有演講，此君亦參加政治

矣。”〔９３〕另據《唐君毅日記》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記載：“閻錫山與

國民黨等要人來一帖，約我與錢先生入城茶會，看見三黨人不

少，然氣象罕足觀者，後有人提議發起‘反侵略會’，我與錢先生

遂退，至稚甫處宿。”〔９４〕根據時間上的先後關聯，二人記載應該

是同一事，但孰是孰非，後人已殊難判斷。然而，在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那篇著名的社論《丢掉幻想　 準備鬥爭》中，毛澤東點了胡

適、傅斯年、錢穆三人的名，把三人歸到“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一類中，這或許更直

接地摧毁了錢先生最後的猶豫，最終避走香江。１９５０ 年冬，錢

先生由港赴臺，借中研院未見七八種《莊子》注釋，在《纂箋》初

稿的基礎上繼續增添。１９５１ 年冬，《纂箋》出版，時逢大陸開展

《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因是在

《纂箋》自序的最後，錢先生感慨道：

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

者逾六千人，不禁爲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

以自處？作逍遥之遊乎，則何逃於隨群虱而處褌？齊物論

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遊刃而

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儵忽無情，混沌必

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唯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

以爲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樂於

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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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處下

座。”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

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

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

考亭之釋《離騷》也。

站在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場，錢先生寫下這段别有寄託的文字，顯

露出深沉的文化關切。三百餘字，一言以蔽之，曰：不自由。非

但身體不能自由，精神亦難以逍遥於天地之間，《莊子》内七篇

設計之玄思冥想徒成空文，“内聖外王”之道亦是桎梏難解，人

的精神自主性蕩然喪盡，甚至欲求曳尾於塗中、觀魚於濠梁之上

的自得之樂亦難以實現。墨翟是、楊朱非，爲公是、爲私非。在

其看來，當以“弘毅”爲己任，“任重而道遠”的平、津六千教授卻

違心如此，則直是神州文化蕩盡，天若不喪斯文，則自己當爲文

化托命，爲往聖繼絶學，其良苦用心，“藏之名山，以待後世”的

幽微之心湛然可見。

正源於此，有論者認爲：“《莊子纂箋》一書，後人讀此書不

覺精彩，卻不知作者當時求解脱的心境，用意本不在著述。”〔９５〕

評價確是切中肯綮，正因爲其用意本不在著述，所以其採用的纂

箋的形式，“借他人言語，演自己的理路”，在箋注莊子迴旋曲

折、艱奥晦澀的思想闡釋上，難免有削足適履之感，其批注大多

不如《莊老通辨》、《中國思想史》等相關著述來得顯豁暢達。相

比此後涵詠沉潛十數年、數易其稿的《論語新解》，《莊子纂箋》

雖能够調和衆解、折中取去，基本達到清通簡要之預期，但實不

足以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等身的著述中，它僅是其人生轉捩點

上，無奈之舉中的“遊神澹泊，自求寧靜”的寄託而已！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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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莊子纂箋》的“出版説明”言：“夫‘纂箋’云者，亦猶集解也。”然“猶”者，説

明二者雖類似但終究有所差異，“集解”在於網羅群言，斷以或間附己意，遇

可疑處則數家兼采，以備於讀者之揀擇，因此，其於“集”與“解”中偏重在

“集”，正如錢穆先生稱“何晏《集解》，網羅漢儒舊意”。而“纂箋”的體例，錢

先生首先將“一部《莊子》爛熟胸中，而後循上而下，此句從此家之解，彼句則

采彼家之説”，其中尤須斟酌揀擇，提要鈎玄，突顯作者的主體精神。見《莊

子纂箋》“出版説明”（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頁 ２。

〔２ 〕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２。

〔３ 〕　 （晉）郭象、成玄英：《莊子注疏》（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１ 年），頁 ２。

〔４ 〕　 錢穆：《中國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頁 １６５。

〔５ 〕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３。

〔６ 〕　 同上書，頁 ４。

〔７ 〕　 同上書，頁 ６。

〔８ 〕　 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以“盛世的平庸”爲題，概括“８ 世紀上半葉的知

識與思想狀況”，詳見《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頁 ９。

〔９ 〕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２。

〔１０〕　 同上書，頁 ４。

〔１１〕　 同上注。

〔１２〕　 同上書，頁 ５。

〔１３〕　 同上書，頁 ３。

〔１４〕　 同上書，頁 ５。

〔１５〕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２。

〔１６〕　 如鄭柏彰：《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及其莊子學研究》，《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第三編）第 ２０ 册（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高秀燕：《錢穆的莊

子學研究》，２００９ 年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李宋燕：《錢穆莊子學研究》，

２０１１ 年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１７〕　 錢穆先生説：“莊子書雖儒、墨均譏，然論起學派，實歸墨家一路。平章學術，

當具隻眼，學者勿以未經人道疑之。又莊子與惠施交遊，施亦墨徒，莊子當

受其影響。”見《國學概論》，聯經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５７ 頁。錢先生有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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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原因有二：一是認爲莊周非禮樂、棄政治，倡無治之論，這與墨家立論

有相似的取徑；二是認爲莊周“天地一體”的主張，與墨徒惠施的主張“泛愛

萬物，天地一體”雖名同實異，但不妨礙二者在理念的確立與推演上有相關

之處。

〔１８〕　 錢穆：《講堂遺録》（臺灣：聯經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頁 ７９。

〔１９〕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４６。

〔２０〕　 錢穆：《莊老通辨》（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頁 １６０。關於錢穆先生這

一判斷，可參見本書前後相關的著述，包括《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繫年》、

《中國思想史》、《莊老通辨》、《講堂遺録》等相關章節。

〔２１〕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２９。

〔２２〕　 錢穆：《莊老通辨》，頁 ２３２。

〔２３〕　 同上書，頁 ２３３。

〔２４〕　 同上注。

〔２５〕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１４。

〔２６〕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頁 ３２９２。

〔２７〕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頁 １７１。

〔２８〕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３５。

〔２９〕　 同上書，頁 １８９。

〔３０〕　 同上書，頁 ４６。

〔３１〕　 同上書，頁 ５０。

〔３２〕　 同上書，頁 ３４。

〔３３〕　 錢穆：《莊老通辨》，頁 ２４２。

〔３４〕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８１—８２。

〔３５〕　 錢穆：《莊老通辨》，頁 ２４１。

〔３６〕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１５。

〔３７〕　 錢穆：《論語新解》（臺灣：聯經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頁 ２２６—２２７。

〔３８〕　 同上書，頁 ２２６。

〔３９〕　 錢穆先生認爲《中庸》與《論語》多有“不當合説者”，其他處又如《先進第十

一》第十五條，《子路篇第十三》第二十一條，詳見錢穆：《論語新解》（北京：

三聯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頁 ２８９、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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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關於這一論點，在錢穆先生的相關著述中也得到印證，如《中國思想史》第十

七節“易傳與中庸”的導語及結語，頁 ８２、１００；又見《莊老通辨》收録的《莊老

與易庸》一文，頁 ３９９—４１０。

〔４１〕　 錢穆：《莊老通辨》，頁 ４０８。

〔４２〕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１０２。

〔４３〕　 同上書，頁 １８８。

〔４４〕　 同上書，頁 ２１０。

〔４５〕　 錢穆：《莊老通辨》，頁 ２４１。

〔４６〕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４９。

〔４７〕　 同上書，頁 ２７３。

〔４８〕　 對儒道兩家論人生修養的問題，錢先生《比論孟莊兩家論人生修養》一文闡

發尤爲顯豁通透，見錢穆：《莊老通辨》（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頁

３１５—３３８。

〔４９〕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４９。

〔５０〕　 同上書，頁 １８８。

〔５１〕　 同上書，頁 ４１。

〔５２〕　 章錫琛點校：《張載集·乾稱篇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８ 年），頁 ６２。

〔５３〕　 此處需説明的是，在錢先生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觀念中，《老子》成書在《莊子》

内篇後，《中庸》、《大學》和《易傳》，則同爲晚周秦漢之間的無名傑作。因

此，他並未像其他研究者那樣，將張横渠《西銘》的理論溯源到《易傳》。

〔５４〕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１７６。

〔５５〕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９７。

〔５６〕　 同上書，頁 ３９。

〔５７〕　 同上書，頁 １８７。

〔５８〕　 錢穆：《中國思想史》，頁 １９０。

〔５９〕　 蕭平實：《楞嚴經講記》第七輯（臺北：臺北正智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１９７。

〔６０〕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６。

〔６１〕　 讀者如欲作進一步了解，可參看《莊子纂箋》中《齊物論》篇，頁 １４—１５，《秋

水篇》頁 １３９，《天下篇》頁 ２７３—２７５；錢穆《墨子》、《惠施公孫龍》、《先秦諸

子繫年》、《中國思想史》、《莊老通辨》等著述的相關章節。

〔６２〕　 徐國利：《錢穆的學術史方法與史識———義理、考據与辭章之辨》，《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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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頁 ６１。

〔６３〕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３。

〔６４〕　 同上書，頁 ５。

〔６５〕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自序》（臺灣：聯經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頁 ２１。

〔６６〕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６９。

〔６７〕　 同上書，頁 １０８。

〔６８〕　 同上書，頁 １１７。

〔６９〕　 同上書，頁 １０９。

〔７０〕　 同上書，頁 ６９。

〔７１〕　 同上書，頁 １４２。

〔７２〕　 同上書，頁 １６９。

〔７３〕　 同上書，頁 ６８。

〔７４〕　 學界普遍認爲《莊子》外、雜篇成書在《老子》之後，外篇在内容上偏重於《老

子》、雜篇偏向於《莊子》内篇，這點爭議不大。錢先生則認爲《莊子》内篇成

書在《老子》之前，而其論據多是從中國思想史的内在演進脈絡上立論，以義

理爲考據，如綜合《老子》一書所隱現的政治、社會各項背景以及當時所能掌

握的傳世文獻，論述“帝”、“天”、“精”、“神”、“常”、“同”、“自然”等觀念與

《莊子》的類似觀念進行比較，以判定其先後順序。儘管論述精彩，卻多屬一

家之言，在考據上屬於内證，卻缺少扎實文獻的支撑，因此並未獲得學界的

普遍認可。至於他對老子其人的考察，在《先秦諸子繫年》中，他認爲老子實

爲三人，一是孔子所見的南方芸草丈人，神其事者爲莊周；二是出關游秦的

周朝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屬於秦人；三是著書談道名列百家的楚人儋何，而

神其事者則爲晚周的小書俗説。混糅三人爲一人，合而流傳則從《史記》開

始，所以他稱老子爲“傳説中的博大真人”。西方也有學者認爲《老子》成書

晚於《莊子》内篇，年代不早於公元前 ２５０ 年，或者最多與《莊子》同時，反映

的是公元前 ３００ 年左右的趨勢。現在從出土的郭店楚簡來看，《老子》成書

年代不晚於公元前 ３００ 年，至於其成書的年代上限，目前仍未有定論。詳見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８ 年），頁 ３１４—３１５。

〔７５〕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臺灣：聯經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頁 ２４８。

〔７６〕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２３。

〔７７〕　 同上書，頁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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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同上書，頁 ７５。

〔７９〕　 同上書，頁 ８１。

〔８０〕　 同上書，頁 １３。

〔８１〕　 詳見林飛凡：《福建博物院館藏〈嚴復評點莊子〉考》，《福建文博》２０１０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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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關於這一點，筆者頗受余英時先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影響，余先生用

“古典與今情”互證的方式，破譯了陳先生晚年詩文中的暗碼系統，揭開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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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學思想史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其簡要性的表述見左東嶺：《中國文學思

想史研究主持人語》，《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頁 ９０。

〔８３〕　 錢穆：《湖上閑思録·再跋》（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頁 ７—８。

〔８４〕　 錢穆：《莊子纂箋》，頁 ８。

〔８５〕　 張京華先生的《１９４９ 年的錢穆———〈師友雜憶〉讀後》一文圍繞《師友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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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唐君毅：《唐君毅日記》（長春：吉林出版集團，２０１４ 年），頁 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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